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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初儒家身体美学的制度化建构逻辑

李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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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先秦儒家身体美学的威仪、血气之分以荀子的礼义化身体观和孟子的德性化身体观为代表。孟

子的德性化身体观追求外在形貌与内在精神的统一，形成了以仁义为核心的君子修身之美。荀子的礼义化身

体观综合先秦以来的身体美学思想，赋礼义予身体，遵循礼乐外铄路径，致力于制度化身体的社会性建构。汉

初叔孙通制礼作为标志性事件，确证了帝王之容作为朝廷威仪之美的身体制度化在国家层面的合法性；贾谊
《新书·容经》总结了荀子身体制度化建构的成果，在理论层面论证了身体政治隐喻的合理性。汉初朝廷威

仪、帝王礼容制度化身体的确立的内在逻辑与荀子的礼义化身体审美具有一致性。先秦儒家治身之道、容礼

之学最终演变为汉代功利化、工具化的朝廷威仪，礼乐制度化身体的政治隐喻强化了身体作为权力的表征，成

为符号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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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身体观的原始模式在先秦时期业已确立，
即礼义化的身体观、心气化的身体观、自然气化的
身体观三种原型。可以将其归纳为“二源三派”，
“二源”指的是威仪观和血气观，“三派”指的是孟子
的践形观、荀子的礼义观以及散见其他典籍的自然
气化观。［１］（Ｐ．２７）威仪化的身体观将身体置于外在于
身体的礼乐活动、制度性审美生活语境之中。血气
化的身体观将修身养性视为内在于身体的心性道

德活动，是变化气质的途径。威仪观与血气观是儒
家身体美学的两种不同类型：威仪化的身体观以荀
子为代表，注重礼乐外铄路径；血气化的身体观以
孟子为代表，注重心性气质、内心直求。儒家威仪
化的身体美学实践肇始于礼制语境中的礼仪活动，
礼仪活动作为礼乐生活具有仪式化、程式化的特

点。在礼制语境中，礼乐制度化的身体主要是威仪
化的身体，具体表现为容礼，即身体的姿态、表情、
容仪、气质以及身体的感官之美。
容礼即容仪、礼容，在先秦的礼制语境中，容礼

主要指礼仪活动、礼典实行中符合礼义规范的身体
姿态、表情、容貌、体貌、形貌。汉代之后，容礼作为
礼乐制度化的身体，逐渐从个体生活拓展至政治生
活，既有君子、圣人之容，也有帝王之容。目前，学
界对先秦汉初儒家身体美学的制度化建构以及荀

子与汉代儒家身体的制度化、经典化建构的内在逻
辑的探讨尚不充分。关于先秦至汉代身体美学研
究的成果有先秦身体审美和问题［２］、汉代身体美学
的个案分析［３］以及从气性论探究先秦两汉儒家思

想的发展［４］。汉代儒家对身体审美的制度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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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先秦以来儒家身体审美观念以礼容为中心、
注重个体修身的阐释传统，逐渐形成了工具化、功
利化的政治性、制度性的礼容观，儒家以礼乐为核
心的制度化身体沦为以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价

值导向的政治符号。质言之，汉代儒家身体美学的
制度化建构以外在的礼乐制度和威仪化的身体展

演为核心，礼乐化身体、礼乐制度沦为权力话语的
符号，成为控制思想的手段和工具。

一、先秦儒家身体美学的内在逻辑建构

先秦时期儒家对身体的制度化建构主要是通

过礼乐制度化的身体（即礼容）以礼制、礼法的形式
将身体行为威仪化、制度化、规范化。先秦时期的
容礼身体威仪涉及貌、视、听、言，其中貌为根本。
所谓礼貌，指体貌、容貌。《尚书·洪范》中的礼乐
制度化身体主要展现在人主之貌上。《尚书·洪
范》有“五事之目”曰：“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
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
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晢，聪作谋，睿作
圣。”［５］（Ｐ．３０３）五事之目，貌为第一。此处之貌是体
貌、礼貌，即身体容仪。“‘貌’是容仪，举身之大名
也。”［５］（Ｐ．３０３）《尚书·洪范》本是言人主之作法，容貌
威仪也是展现人君之象。“貌总身也，口言之，目视
之，耳听之，心虑之，人主始于敬身，终通万事，此五
事为天下之本也。”［５］（Ｐ．３０４）人君之貌以敬身为主，由
敬身修身而通万事，进而推及天下之治。《尚书·
洪范》中的人主之貌是后世审美表情政治说的滥
觞。张居正《尚书直解》曰：“容貌惟其恭敬，则临民
之际，有威可畏，有仪可象，而截然其严整。”［６］（Ｐ．１７０）

此外，《周礼》“六仪”之容分祭祀、宾客、朝廷、丧纪、
军旅、车马六种礼仪场合，展现了制度化的身体实
践的具体情境。《礼记》“九容”则展现了具体情境
中君子容貌所对应的内在精神，将身体容貌分为舒
迟、齐遬，按照足、手、目、口、声、头、气、立、色，又对
应细分为重、恭、端、止、静、直、肃、德、庄等九种不
同容貌。整体而言，貌总身体之名，言、视、听皆与
礼乐制度化的身体相关。礼制语境中的容貌之礼
展现出来的情感价值，诸如貌曰恭、言曰从、视曰
明、听曰聪、思曰睿等，直接通过外在身体行为展现
出来。换言之，礼制语境中的身体行为本身就彰显
了德性、礼义、仁义，作为外在形式的身体行为本身
就能够彰显一定的精神价值。
孔子对礼乐制度化身体的认识一直秉持着礼

的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先秦以来，
礼有三义，即礼之仪、礼之制与礼之义的统一。赋
礼义予身体，既要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注重在
日常生活的不同情境中适时地、不失时机地兴发礼
乐化身体的美感。较之礼制语境中的身体容貌之
美，孔子则展示了非礼制语境中的身体之美。孔子
以仁释礼，按照礼乐秩序、规范、制度形塑社会政治
生活，在不同的礼仪空间展现了礼乐制度化身体的
威仪之美，同时体现君子的道德品格，完成了外在
形式与内在价值的统一，提炼概括出“巧言令色”
“美目盼兮”“君子色难”“君子九思”等关涉声容显
现机制的命题。《论语·乡党》集中展现了孔子以
仁释礼，以及礼乐制度化身体的情境化、时机化。
《论语·乡党》篇描绘了孔子在乡党、宗庙、朝廷等
不同礼制场合的形貌，记录了傧礼、朝礼、聘礼等礼
仪活动中的身行之礼。礼乐生活中君子的仁义之
美、行为得体的身体实践需要参与者不仅在形式、
威仪上以礼行之，更要求参与者在内心保持虔敬，
做到表里如一。礼乐制度化的身体因时而变，容貌
之变亦如此。“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
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７］（Ｐ．８４１）礼，见
几而作，因时而动，以时为大，《论语·乡党》中的容
貌之变体现了人在不同语境中的礼仪之变。容貌
之变不仅展现了不同礼制情境之变，而且对应礼乐
生活之事的不同类型。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
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
问，忿思难，见得思义。”［８］（Ｐ．１６１）孔子以仁释礼，将礼
乐制度化的身体情境化，在不同的礼仪空间以合适
的时机触发身体行为的制度美感，以仁义为核心的
礼乐生活之事的制度显现得以渗透、融入制度生活
的肌理之中。《论语·乡党》展现了礼乐制度化身
体情境既可以是个人领域的，也可能与公共生活相
关。威仪化的儒家身体观认为，礼乐社会生活以礼
乐制度建构社会政治生活，由此规范身体行为，使
身体行为符合礼仪规范、礼义精神、礼法制度。威
仪化的身体观指向礼乐的外铄路径，即以礼乐作为
强制性、约束性、他律性的身体行为准则。个人身
体行为被伦理、道德所规训。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即是言身体礼仪之繁冗。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经由
制度规训已然成为礼乐化的审美生活。
荀子的礼义化身体观是威仪化身体观的发展。

西周春秋时期威仪化、血气化的身体观是荀子礼义
化、孟子践形论身体观的两大源头。“有威而可畏
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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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
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
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
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９］（Ｐ．１０３５）君子的容貌风
采足以引起他人的敬畏即为“威”，言行举止足以引
起他人效法是为“仪”。“威仪”是君子理想人格状
态的展现，以礼修身，借此理想状态实现对人原有
状态的改造。［１］（Ｐ．２９）具体而言，在礼的规范下约束
君子的身体行为，使其符合礼的标准。“故君子在
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
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
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９］（ＰＰ．１０３５～１０３６）从内容
上看，威仪与容止有关，君子威仪主要体现在貌、
行、言、事上。威仪是礼乐活动中的行为举止，是礼
之威仪、容貌之体现。在语义上，礼貌本身就含有
体貌、容貌之义。礼貌之 “礼 （禮）”通体貌之
“体（體）”，体貌亦作“体皃”。［１０］威仪的核心在礼，
但从指向看，容貌、礼容指向的是人的体貌气象，并
不过多涉及内在的精神价值，即道德情感内容。这
实际上是将威仪、礼仪当作外在的形式而忽视了其
内在价值。“礼之所尊，尊其义也”［１１］（Ｐ．８１１），先秦礼
制语境中礼有三义———威仪、制度与礼义，三者是
统一的关系，诸如虔诚恭敬之情感内容作为内在核
心价值和内容的礼义，与外在的行为规范、礼典活
动、程式条文是统一的。礼乐活动中的身体既是展
现君主体貌、礼貌威仪的媒介，也体现了以仁为核
心的礼乐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在威仪化的身
体观中，礼是建构社会等级，确定伦理秩序，巩固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等观念的具体实践。威
仪“可畏”“可象”，一方面解释了礼乐社会生活的等
级差异；另一方面又暗示了理想的礼乐生活状态是
以君子人格为标准，使人们自然地心生向往。然
而，威仪化的身体审美意识对道德意志主体性的追
求相对薄弱。
孟子的践形论是精神化的身体观。儒家身体

美学有威仪、血气之分，体现的是身体行为容貌之
变与君子内在精神价值的关系。“君子不重则不
威，学则不固。”［８］（Ｐ．５２）礼的内在精神价值“仁”与外
在形式表征的礼仪、威仪本质上是一体的。仁礼一
体在身体审美观念上表现为威仪观的精神化，礼制
语境中的身体行为既是仁义精神之所在，也展现了
君子人格。由礼制语境延伸至非礼制语境，礼乐生
活中的身体行为是道德意识的自然显现。仁义作

为礼乐生活之事的制度显现，在身体审美观念上表
现为威仪、礼仪化的身体行为与道德意志的结合。
儒家礼乐美学以身践礼，礼乐化的身体实践不是抽
象的而是要落实在礼乐生活之事上，无论是在礼制
语境还是在非礼制语境中，身与心、形与气都是相
互关联的。在身心问题上，孔子谈心较少，更鲜有
触及身心关系问题，孟子则将身心视为同质不同相
的统一体，荀子则将身心视为异质且可相互转化的
统一体。但是，如果没有孔子以仁释礼也就不会出
现精神化的身体观。［１］（Ｐ．４５）“形色，天性也，惟圣人
然后可以践形。”［１２］（Ｐ．７６１）孟子所谓的践形是指充分
实现圣人的身体，惟有圣人可充分实现。之所以惟
有圣人可以充分践形、实践，是人性欲望使然。由
此，儒家美学开始关注与情感欲望相关的身体问
题，而道德与身体之争则成为宋明天理人欲之辨的
预演。但在在孟子这里，道德与身体之冲突还只是
停留在人性与欲望的层面，因而道德心性问题却由
此得到重视。“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
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
肤哉？”［１２］（Ｐ．７９１）生理性的身体被贬低了，在孟子的
身体观中，重要的不是身体本身，而是内在的神、气
与身的关系。孟子践形主要是在心上下工夫，他的
身体观是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践形是养气
的结果，养气乃尽心的产物。
荀子的礼义化身体观是战国中晚期思想的综

合。西周早期制礼作乐，礼还不是完全涵盖一切仪
式和典礼的整体性概念。从《诗经》描绘的礼来看，
从西周末期到春秋中期，礼作为整体性的概念且具
有一般举止和社会规范意义已经成为共识。春秋
末年至战国初期，《论语》中记载的礼主要涉及社会
规范和行为举止，身体行为被逐渐制度化，成为政
治隐喻，是统治者身份地位的象征。《孟子》《五行》
《晏子春秋》中的礼意指举止与社会规范，道德意志
主体性问题被重视起来。在继承孔子、孟子思想的
基础上，荀子的礼义化身体观综合汲取《老子》《庄
子》《管子》《晏子春秋》《慎子》的礼论观念。《老子》
《庄子》实际上并未完全反对礼作为维持国家和社
会安定的方法，道家对礼的双重理解也影响了荀子
礼论的系统化。在对“治乱”问题的讨论中，礼作为
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和限制意义被发掘出来，并经
由稷下学者全面展开，是统治者和百姓共同遵循的
价值原则。在《慎子》《晏子春秋》《管子》中，“‘礼’
概念于叙述维持国家及社会安定秩序的相关主题

里，开始发挥其理论性角色”［１３］（Ｐ．２２８）。先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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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关于身体美学的讨论，从威仪、血气逐渐集中
于治乱问题，身体与政治的隐喻关系逐渐演变成为
修身治国论。汉代国家礼乐制度体系的创设一方
面将荀子以来的礼乐治国思想从理论变成现实，也
将礼乐化的身体审美制度化；另一方面，贾谊的《新
书·容经》表明，与身体相关的容礼得以总结并被
经典化，成为礼学诠释的典范。

二、叔孙通制礼与汉初的
礼乐制度化身体美学

在思想史上，先秦与魏晋之间的汉代处于承前
启后的位置。从身体审美观来看，汉礼重新确证了
礼乐制度化身体的合法性，以规范身体为内容的朝
仪作为国家礼仪制度被重新制定，先秦时期，礼作
为个人修身、社会生活秩序规范的整体概念，在汉
代表现为功利性、工具性的一面，礼乐制度的身体
规范成为集中展现人的社会价值场域。汉代的身
体审美观主要受到黄老之学、儒家经学、道教养生
观念的影响。黄老之学、道教的养生等观念注重养
生、养身，将先秦以来的气化宇宙论转化为身体审
美，以形神气志概念为核心的气论，在人体内部打
破灵与肉的界限，形成了一个审美化的生命世
界。［１４］（Ｐ．１４）相对而言，儒家美学关注身体的社会价
值，身体制度化的朝廷威仪、帝王礼容与荀子礼义
化的身体观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汉礼确立的礼乐制度化身体是荀子思想的具

体实践。礼乐制度必须落实为具体的身体行为，容
貌视听、举止动作、周旋揖让皆须符合礼制规定。
礼乐制度不仅基于差等之仁对身体诸感官或器官

的动作、表情制定容色制度、容仪制度，而且还构建
了脸色、神情、眼神、气度的悦乐境界，这是礼乐制
度化的身体的具体表现。前者所指的是礼乐制度
作为礼乐生活之事的落实，后者则是礼乐制度对身
体形象的具体形塑。以荀子为代表的礼义化身体
观尤为重视身体的社会化、制度化、道德化，不同于
论辩色彩较浓的孟子践形论的身体观对道德意志

主体性的重视。以差等仁爱为核心的礼乐制度身
体是儒家身体观的核心内容。荀子礼义化的身体
观是儒家差等仁爱礼乐制度身体的具体显现方式

之一，其核心在于建构以身体秩序、规范为核心的
社会价值观念。在汉代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观念的
“美学事件”是叔孙通草创朝仪。《史记·刘敬叔孙
通列传》记载，汉高祖五年（前２０２年），刘邦与群臣

会饮，场面混乱不堪，毫无礼仪法度可言。“群臣饮
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
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
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
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
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
就之。’”［１５］（Ｐ．３２７８）叔孙通建议刘邦制礼是具有标志
性的“事件”，汉代社会政治秩序由乱转治，叔孙通
带领鲁生制礼标志着儒家礼乐价值观念的登堂入

室。从制礼过程来看，叔孙通召集的三十多名鲁生
并不赞同制礼主张，认为功成治定方能制礼，而不
是在天下未定、死生不绝之际制礼作乐。“礼乐所
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１５］（Ｐ．３２７９）叔孙通认为
这是鄙儒不知变通之见。最终习之月余，叔孙通制
礼成。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
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
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
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
次陈西方，东向；文官垂相以下陈东方，西向。
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
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
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
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
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
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譁失礼者。于是高
帝 曰：“吾 迺 今 日 知 为 皇 帝 之 贵
也。”［１６］（ＰＰ．３２７９～３２８０）

以长乐宫落成仪式为契机，叔孙通制礼的成效
得到了充分展示。整个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
进行，“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充分展现了
君臣之分，差等秩序有条不紊，凡不能举止合礼则
被御史执法驱除，“竟朝置酒，无敢讙譁失礼者”。
整个仪式结束都未见有失礼喧哗者，典礼结束之后
刘邦不禁发出由此方知皇帝之贵的喟叹。以这一
标志性事件为契机，汉代国朝礼典得以确立，从西
汉儒学逐步走向“国教化”的历程看，叔孙通制礼事
件的意义被历史放大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一，功成治定制礼观念让位于国家礼乐制度

建构的急迫性。礼作为规范个人和社会秩序的整
体性概念，对个体修养的一般性意义让位于社会整
体秩序的稳定性，更为凸显了其政治价值，而不仅
仅是伦理价值。周孔以来，对于仁义价值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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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典活动中容貌举止皆要表现虔敬仁爱之心的

要求。作为稳固国家政治运作的有力支撑手段，礼
乐制度对国家礼仪规范秩序的整体性追求使道德

情感显得不合时宜。个人追求的“礼之本”，国家追
求的“礼之用”，对“礼之用”的追求“使汉礼对人行
为合规范性的要求大于对心理情感的要求，对礼的
身体表现的要求大于对其内容的要求”［１４］（Ｐ．１１０）。
叔孙通对秉承传统儒家礼乐观念的儒生的批评表

明，固守传统礼制观念只能导致裹足不前。叔孙通
创制朝仪，确立了汉礼的基本规范，从国家层面确
立了礼乐制度身体的核心价值，看到了礼乐制度之
于确立秩序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对于汉初统治者
而言，从规范人的身体行为开始，建构国家礼制，以
确立政权的合法性，就显得尤为紧迫。“六经之道
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
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１６］（Ｐ．８８１）

基于政治现实的需要，叔孙通创制了汉礼，确立了
礼乐制度化的身体，带有较强的功利主义色彩。从
礼制沿革来看，汉礼实乃因袭秦制。《史记·礼书》
有云：“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
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
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
故。”［１５］（Ｐ．１３６８）不过，从思想发展的整体趋势看，叔孙
通功利主义的制礼，或者说汉礼、汉代儒家对礼乐
制度与身体问题的讨论，已经不再满足于将身体限
定在道德修身场域，而更多的是转向政治生活，为
专制皇权服务。
其二，《史记·礼书》的内容代表汉朝礼治的理

论依据，其礼治原理就源自《荀子》的礼论。《史
记·礼书》讲述了国家、人物兴衰成败的故事，按照
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阐释了统治天
下的八项纲领。其中，礼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
“礼不但是每个人类个体生存之最高规范，也是‘宰
制万物，役使群众’的美德，更是将秩序与安宁带给
整体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理。”［１７］（Ｐ．２６２）

《史记·礼书》的内容并非其首创，其中三分之二的
内容在《荀子》中可以找到。《史记·孟子荀卿列
传》称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１５］（Ｐ．２８３９）。
汉代礼乐制度身体、国家礼乐制度体系建构印证了
荀子礼义化的身体逐渐被专制统治所接纳，这种接
受和认同凸显了社会规范场域与政治权力场域中

身体的价值意义。东亚儒学关于身体观的论述有
四种，即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域的身体、作为社会
规范展现场域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展现场域的身

体和作为隐喻的身体。荀子威仪、礼仪、礼义化的
身体是社会规范展现场域的身体，即“礼义身体
观”，荀子的身体观被社会价值规范所建构，身体成
为社会价值展现的场域。身体及其器官都不只是
具有生理功能的脏器，而是具有思考能力、可以进
行价值判断的道德的载体。“身体可以经由思考作
用而吸纳社会的价值与规范，使身体成为社会价值
的具体化。”［１８］（Ｐ．１３５）儒家礼乐美学对社会政治生活
的建构主要借助审美手段，通过身体实现，“确立一
个他试图在国家中确立的和谐秩序典范，一位杰出
的统治者就可以控制其国民”［１９］（Ｐ．１７０）。先秦儒家
以身体为核心展开政治实践，君子为政以修身为
本，国君一体，礼乐文化的价值内涵、政治治理、社
会规范都被纳入身体之内。
综上，从思想来源和构成看，荀子汲取了稷下

学派有关身体、制度的思想。礼乐、礼义、制度从外
在形塑身体，在规范人的行为的同时，赋予人之为
人的依据，被赋礼的身体才是人的身体。汉初确立
的礼乐制度展现了人的身体在政治场域的威仪之

美。与此同时，汉代儒家在思想层面也展开了礼乐
制度身体的经典化建构，贾谊《新书·容经》的出现
表明先秦以来容礼在汉代被塑造成为礼制经典。

三、贾谊《新书·容经》与
儒家身体美学的经典化

汉代儒家不仅构建了礼乐制度的身体，而且集
中阐释了德性化的身体。身体作为君子道德仁义
的价值载体，成为汉代儒者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
汉代儒家以身为天下之本，以个体道德修养促进社
会政治审美秩序的建构，这些都集中体现在《礼记》
的《大学》和《中庸》之中。东汉经学家郑玄编订的
《礼记》比较鲜明地代表了西汉儒家的身体审美观
念。《大学》《中庸》的作者虽不可考，但任继愈认为
“它们和《礼记》中的其他各篇著作一样，其时代特
征 是 比 较 鲜 明 的，都 属 于 西 汉 初 年 的 作
品”［２０］（Ｐ．２１９）。《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８］（Ｐ．５），明确阐释了“治国必先齐其
家”的家国同构思想。朱熹《大学章句》曰：“身修，
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
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
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也。”［８］（Ｐ．１０）《中庸》揭示了道
德仁义作为礼乐的核心价值须臾不可离身，以及以
身体为中介的礼乐美学的实践时机、时态。“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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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８］（Ｐ．１９）礼乐美学
的制度化显现如天地万物可以自然明白地展现在

人们面前，展现在礼乐生活之事中。换言之，礼乐
生活之事是充满生机的，人的身体在万物化育的氛
围中充盈并担当人之为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载体。
汉代的儒家身体美学命题已经显现了精义入

神和洒扫应对的知识分野，展现了君子自觉以道德
实践修身齐家的社会担当。这种赋礼化的身体，以
身体为中心展开社会政治实践，正是汉代儒家身体
美学的精义所在。扬雄《法言》曰：“道、德、仁、义、
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
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
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２１］（Ｐ．８５）扬雄关于德性化
身体美学的讨论还触及了礼乐美学的时间性问题，
所谓“事得其宜之谓义”［２１］（Ｐ．３００），即事、宜、义三者
的关系，得时、得义而行，视、听、言、貌、思皆为性所
有，需要在具体的情境中适时展现。汉代美学关于
身体制度化、经典化的诠释，则以贾谊《新书·容
经》为代表，系统总结了先秦以来的礼容纲目。

（一）先秦以来礼乐制度化身体的系统性总结
贾谊《新书·容经》的主要内容是礼容，即礼乐

活动中的视听言动、容动行止、体态行貌以及礼制
语境中的容。“夫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
耳以听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２２］（Ｐ．３８０）礼容是从
礼的角度谈论身体行为，表明在礼乐实行中应该遵
守的礼容、体貌以及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君父身体处
于不同场合应该展现出来的视、听、言、语、坐、立、
行、趋、拱手、揖让、跪拜等。这些在特定礼仪空间
展现出来的身体行为，要符合礼义之规范，得体中
礼方是礼容，也称容礼。后世学者并未深究礼容与
容礼的用法之不同。比如，鲁士春《先秦容礼研究》
中第一章谈礼的构成，探究容礼源流，实质上是将
容礼等同于礼容。鲁士春基于身体行为写作容礼，
由此审视身体在不同礼制空间的呈现方式，以全面
而系统的内容和形式，将身处各种场合、典礼以及
面对不同人物时应有的容貌礼仪一一重现。这种
将身体容貌在不同情境中展现出来的做法也见于

《论语·乡党》。《论语·乡党》中描绘的孔子容貌
之变，主要体现在乡党、宗庙、朝廷、饮食、居乡、交
友、升车、事君等几个方面，呈现了身体礼仪、容貌
得体协调社会关系、构建社会政治秩序的自觉性。
这种情境化的身体审美观念在《新书·容经》中也
有体现，整体而言，《新书·容经》礼容纲目可以分
为“志色”“容”“视”“言”；其次是“立”“坐”“行”“趋”

“跘旋”“跪”“拜”“伏”“坐车”“立车”“兵车”等十一
类礼容；最后则列举了十种禁忌礼容。陈丹奇根据
“立”“坐”名目将“经”“共”“肃”“卑”单独划分为一
层［２３］，从身体行为来看，立坐之容，也归为足容。
工藤卓司将其分为经、容、总论三个部分，也是将立
坐行趋归为一类。［２４］（ＰＰ．６８～８０）《仪礼·士相见礼》载：
“若不言，立则视足，坐则视膝。”鲁士春认为，从静
而后动的次序划分，足容当以坐容为先，继之有立
容、行容、趋容等。［２５］（Ｐ．７８）陈丹奇认为贾谊《新书·
容经》中记载的礼容纲目是对荀子所编“容经”文本
的传承与整理，从内容上看，《新书·容经》涉及的
礼容纲目是对《周礼》“六仪”、《礼记》“九容”的系统
性总结。［２３］

具体而言，《周礼》“六仪”之容“一曰祭祀之容，
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
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２６］（Ｐ．３５２）。《礼记》“九容”
曰：“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
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
德，色容庄。”［１１］（Ｐ．９２５）《周礼》“六仪”、《礼记》“九容”
分别从国家礼制层面和个体道德修养层面阐释了

礼乐生活中的身体行为，前者在具体礼制语境中展
现身体威仪，后者则强调君子的道德修养。从礼制
语境拓展至非礼制语境，“九容”所展现的修身逻辑
是以身体为中介，以德修身，进而实现修齐治平的
政治美学理想。从礼容纲目的整合方式看，贾谊
《新书·容经》文本将“六仪”与“九容”相统一，不同
于叔孙通的功利化制礼，礼乐制度化的身体沦为政
治权力的形式表征。贾谊说：“威德在君，礼之分
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２７］（Ｐ．６４）他以
“九容”中和汉代政治化、工具化进程中对伦理、感
性、道德主体意识化身体美学的偏离。贾谊说：“容
有四起，朝廷之容，师师然翼翼然整以敬。”［２７］（Ｐ．６８）

同时，借助“六仪”礼乐制度化的身体使道德主体意
识的身体具有了崇高之美。儒家修身之学不仅具
有个体性，而且具有社会性、政治性。不过，贾谊
《容经》对身体的制度化建构不再如孔子一般温和，
而是具有了威慑和强制力，更似荀子或法家一般，
展现了礼容、仪容为统治者服务的一面。“古者圣
王居 有 法 则，动 有 文 章，位 执 戒 辅，鸣 玉 以
行。”［２７］（Ｐ．７３）

（二）荀子以来对礼乐制度化身体的经典阐释
贾谊的《新书·容经》以朝廷之志、朝廷之容、

朝廷之事、朝廷之言等威仪化的方式强化君主权
威，建构了君子身言与其德行匹配的逻辑。叔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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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形式上确立了君主权力形式的合法性，贾谊
则在理论上确证了君主权力的合理性。贾谊先后
做过孝文帝时期的博士、太中大夫和长沙王以及梁
怀王的太傅，《新书·容经》展现出来的朝廷威仪之
美，主要是通过身体规训实现的。这很难不让人们
将其与荀子联系在一起。贾谊与荀子的渊源颇深，
王更生、王兴国认为贾谊是荀子的四传、三传弟子。
清代汪中依据《经典释文序录·左氏传》“荀卿授阳
武张苍，苍授洛阳贾谊”，认为“生固荀氏再传弟子，
故其学长于礼”。［２４］（ＰＰ．６８～８０）贾谊的思想受到荀子的
影响是有一定依据的。就《新书·容经》本身而言，
其与荀子礼乐思想的关联颇有争议。陈丹奇认为
《新书·容经》是荀子思想的传承与整理。工藤卓
司则认为，在先秦礼容系统化整理上，《新书·容
经》与《礼记·玉藻》《大戴礼记·曾子立言》相近，
它关于容貌的说法与《论语》《荀子·非十二子》有
共同之处，但是与《少仪》《玉藻》《管子》《荀子》《周
礼》无关。此外，工藤卓司还认为《荀子》思想并不
见于《新书·容经》礼说之中。［２８］（ＰＰ．５７５～５９４）

然而，贾谊《新书·容经》礼说的来源并非完全
承继荀子一脉。受荀子影响，贾谊在编写整理礼容
纲目时回应了现实政治、社会情形之需求，广泛涉
猎先秦古籍，《新书·容经》反映了先秦礼乐制度身
体审美思想的综合性。不过，工藤卓司认为，在面
临错综复杂的状态时，贾谊关于身体礼容的编排思
路是化繁为简。［２４］（ＰＰ．６８～８０）从“礼”容、“容”礼、容
“经”三者的命名方式看，贾谊将先秦以来礼乐制度
身体进行了整合，既是系统化的整理和搜集，也是
经典化的塑造。这种经典化是现实政治和社会需
求的反映，即以政治功利主义为导向，尽管这种功
利主义身体观也掺杂了德性化建构。贾谊身为经
师，亦是儒生。贾谊《新书·容经》作为纲目性的片
段，或可佐证先秦时期曾有过一部关于身体制度的
“经”书，这同称礼容、容礼的内在思想逻辑显然是
不同的。如果说，“礼”侧重身体在不同礼仪空间的
情境化显现，那么“经”则是强化以身份、等级为核
心的制度差异。贾谊《新书·容经》背后的意识与
荀子具有一致性，它们皆是以礼义化、礼乐制度化
的方式外铄身体，从而实现儒家政治美学理想———
礼乐之治达于天下。从思想基调来看，贾谊礼论的
核心是礼乐制度的等级化，差等是礼乐制度身体的
重要组成，《新书·容经》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强
化了身份等级。
礼乐制度对身体的约束、管理和官制完全是由

身体感官、肉身或筋骨的运动以及身体装饰来呈现
的，而且只能通过一件又一件的礼乐生活之事来实
现。“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陛）。陛九级者，堂高大
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殆不过尺矣。天子
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
廉远地则堂高，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
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
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
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２７］（Ｐ．２５）

贾谊从身体层面强化君主威仪时，也通过建筑展现
君之威仪。高堂大屋中的君主称为陛下，而臣下则
卑微地与君保持距离。贾谊《新书·容礼》在展现
君主威仪的同时，也强化了君之隐。贾谊用亢龙之
显、潜龙之隐、蜚龙能隐能显比喻帝王的三种政治
方式，能 隐 能 显 在 其 看 来 是 最 为 理 想 的 状
态。［１４］（Ｐ．１１９）贾谊《新书·容经》是汉代礼乐制度化
身体、经典化诠释确立的典型标志之一，它以外在
礼义化的方式进行身体制度化的建构。《大戴礼
记·保傅》与《新书·容经》的复杂关系，业已表明
《新书·容经》的编纂与生成是对战国以来儒家身
体美学思想的系统性总结。《新书·容经》是汲取
先秦礼容典籍又结合时代语境和社会现实的创作。

基于政治实用和功利主义的现实需求，儒家礼
乐化的身体美学实践逐渐从个人修身转向社会政

治秩序建设。肇始于叔孙通创制国朝礼仪，身体审
美逐渐威仪化、制度化，并且作为朝廷威仪之美的
集中显现被固定下来，成为后世国朝礼仪效法的对
象。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礼乐化身体审美及其礼
乐政治、制度美学观念逐渐从个人生活领域转向国
家公共生活领域，礼乐化身体不再仅限于个人的修
身之用，而是更倾向于帝王之术的政治隐喻阐释，
以天子为核心的最高规格的身体威仪成为权力符

号的表征。叔孙通从制度层面确立了汉代国家的
礼仪典范，贾谊《新书·容经》则从思想层面论证了
朝廷威仪以身体为中心的政治审美逻辑的合理性、
自洽性、正当性，展现了汉代身体美学观念在国家
层面的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表明了帝王之礼容
作为威仪化形式的表征，既是显性朝廷威仪，也暗
示了皇权威仪的至高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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